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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探讨了绿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中国

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 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

展逻辑转换;第二,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面临着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农业生产组

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等困境;第三,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应当从积极培育和激发经济行为人

的社会理性、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发

展激励与约束作用、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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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n
 

analyzes
 

the
 

main
 

dilemmas
 

facing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then
 

explores
 

specific
 

paths
 

of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Firstly,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a
 

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capital
 

only
 

to
 

an
 

equal
 

emphasis
 

both
 

on
 

ecology
 

and
 

capital,
 

and
 

then
 

to
 

ecological
 

priorit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Next,at
 

present,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vagu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asynchronous
 

progress
 

with
 

industrial
 

growth,
 

under-organized
 

agricul-
tural

 

production,
 

diversified
 

and
 

heterogeneou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ities,
 

etc;
 

Thirdly,
 

the
 

current
 

green
 

develop-
ment

 

in
 

China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the
 

social
 

rationality
 

of
 

the
 

economic
 

a-
gents,

 

orientation
 

to
 

upper
 

reaches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omplying
 

with
 

the
 

general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cen-
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ound
 

supporting
 

policies,
 

a
 

full
 

play
 

of
 

the
 

stimulating
 

and
 

restraining
 

functions
 

of
 

the
 

agricul-
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re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yl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employment
 

of
 

rural-oriented
 

capita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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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

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2018 年 GDP 总量超过 90 万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份额的 16. 7%;从传

统农业大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

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向世人充分展示了

中国“速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众多的世界“第

一”和中国“速度”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资
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以资源和环境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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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亟须改弦易辙

寻求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2015 年 10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

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

并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 其中,“绿色发展”是对传统现代化发展路

径的摒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的良

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1] 。
“绿色发展”被正式提出以后,迅速成为学界研

究的热点与焦点。 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可追溯至可

持续发展的提出[2] ,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

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3] ,它强调资源节约

与环境建设、发展新型绿色产业、经济系统绿色改

造等层面的含义。 绿色发展是解决我国生态实践

困境的必然要求,又是落实经济发展新理念的现实

需要[4] 。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

绿色发展的内涵,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是绿色发展的本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是绿色发展的目的[5] 。 绿色发展理念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

基本遵循[6] ,内含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绿色技术

创新、绿色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建以及倡导低碳生

活方式等重要内容[7] ,具有重要的伦理属性和伦理

价值[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

主要论述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9] , 有其坚实的哲学基

础[10] 。 农业绿色发展具体体现在农业生产效率提

高和农业面源污染少两个方面[11] ;要实现农业绿色

转型发展,首先要确保水土资源和环境质量[12] 。
2003—2018 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

低,但随时间的推移有好转趋势[13] 。 2005—2015
年期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呈现出

“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且空间集聚

特征明显[14] 。 苟兴朝,张斌儒等(2020) 对 2008—
2017 年黄河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

进行了评估与分析[15] 。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绿色发展的成果颇

多,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农业绿色发展、城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效率以

及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等方面,研究视角以经济学、
政治学、哲学或者伦理学为主。 然而,我们认为,
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或生态环境问

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作为绿色发展

微观基础的绿色生产行为同时受到经济因素与非

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因此,本文将首先探讨绿

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中国当前实施绿色发

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绿色发展

的有效路径。

二、绿色发展本质意涵: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

辑的转换

　 　 1949 年至 1978 年的 30 年,本应是新中国奋力

追赶力争摆脱经济贫困的黄金时期,但由于新生的

共和国政权面临着并不太平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
极度缺乏经济社会建设经验以及长时间被扭曲的

政治生活,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 1978 年的

GDP 为 1
 

495 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仅为

1. 8%,人均 GDP 为 381 元人民币,仅为同期印度人

均 GDP 的三分之二,是当时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国

家[16] 。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大幕,确
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 自此往后,加
快发展速度、做大经济总量、增加经济收入成了经

济活动的主要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在

经济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资本逻辑的

强力主导下,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腾飞:2017 年

GDP 达到 12. 25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

经济比重高达 15%,人均 GDP 达到 8
 

813 美元,创
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国 GDP 增长持续时间

最长、增长率最高的世界纪录[17] 。 回溯来路,对比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之巨

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资本逻辑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重构了当代中国人

的价值观,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新中国积贫积

弱的落后状态,因此,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然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逻辑追求价

值“增殖”,强制推动社会物质生产与生活,导致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对立。 在资本逻辑主导与支

配下,“自然地位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变成匍匐在人

的脚下被支配的奴隶,人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 [18] 。
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造成了恶劣的生产环境,
无限榨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造就人与自然的全

面对立[19] ,因此,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生态

的,资本疯狂逐利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改

革开放 40 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凸显的生

态环境问题折射出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 资本

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严峻的资源与

环境不可持续问题,以“人成为万物尺度”为内核的

“人类中心主义”遭到了空前诘难与拷问。 在此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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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重

新审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及时地提出了“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的发展理念意涵

在于经济环境并重、人与自然和谐,既要做大做强

经济总量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和

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发展”是

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绿色”是发展的亮丽底色。
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只要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

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的嬗变,本质意涵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

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逻辑转换。

三、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现实困境

绿色发展既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发展理念与

发展路径的嬗变与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

转换,同时又是微观层面上生产主体生产行为模式

的变革。 在市场经济场域下,除了受市场因素的影

响外,市场行为主体的生产行为模式选择还将受到

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 因

此,在当前传统发展理念根深蒂固、国际经济旧秩

序尚未彻底打破、工业化进程非同步性以及绿色发

展政策导向存在偏差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绿色发

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亟须破解。
(一)绿色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理性与社会

理性

　 　 2016 年 12 月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布《建立以绿

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正式提

出到 2020 年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农业资源

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

激励约束机制的目标;2019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联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建立省

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保障耕地污染治理修复的资

金投入[20] ;2018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创新和

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完善

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
以及“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等要求①;
2010—2015 年国务院连续六年将《生态补偿条例》
列入当年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贵州、湖北、湖南、
江西、江苏等省市也相继出台生态补偿地方性法

规。 不难看出,现有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制度的思路

是通过提高经济成本、减少经济利润或者直接奖补

等经济手段干预与规范生产行为,引导或者倒逼生

产者实施绿色生产。 这种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在

于经济行为的经济理性,即在政策制定者看来,生
产者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 然而,经
济行为是一种复杂微妙的社会行为,“多重动机(包

括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同时在影响人们的经济

行为” [21] 。 生产者在做出行为选择时,纳入理性思

考范围的因素除了经济变量之外,还包括其他社会

性变量,因此,他们不仅具有经济理性,而且还具有

社会理性。 具体就作为绿色发展微观基础的生产

者而言,其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包

括像社会信任、良好声誉以及较高道德评价等对自

身“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其行为是经济理性与社会

理性的统一。 毋庸置疑,基于生产者经济理性考量

意图,用经济手段激励或约束生产者行为的绿色发

展政策措施,将会产生一定的绿色发展促进效应,
但忽视了经济行为人社会理性的培育与激发,从而

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理性的激励与约束功能,而且还

因其不断强调和强化行为人的经济理性,使行为人

更加唯“利”是图;绿色发展的经济激励政策或许在

短期内能发挥作用,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激励政策力

度减弱或者被取缔,生产者行为最终有可能重新回

到非绿色化模式。
(二)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

的两难选择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高度发达的工

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工业化是一把

双刃剑,在实现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

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 纵观世界工业化史,绝大多

数国家都走了以消解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

价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且不同国家间工业化进程

互不相同。 一般认为,西方工业化始于第一次工业

革命,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展开时间比西方要晚得

多。 比如,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才开始的,迄今也不过 70 年时间而已。 工业化

进程不同,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也不同。 “对于当

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等后发式国家来说,既
无条件也不允许占有类似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时

所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与环境容量” [22] 。 不仅如

此,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后发式”
国家大都处于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产业链

分工的低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对“后

发式”国家“薅羊毛”,而且凭借其资本与技术优势,
将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科技含量低的产业

不断向“后发式”国家转移,致使“后发式”国家面临

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与风险。 1992 年世界已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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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而且中国也未曾跳出“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

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窠臼。 “中国大力发展

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排斥污染企业和工

业垃圾的输入,使中国遭受严重污染” [23] 。
作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工业化区

域间非平衡性特征也较为明显。 整体上看,中国当

前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

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24] ;但从区域来看,由于工业

基础、地理区位以及自然资源禀赋殊异,东部与中

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东部地区已进入

后工业化时代,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

后期阶段。 区域间工业化进程非同步性的结果:一
方面,伴随着产业由东至西的梯度转移,以废水、废
气和烟尘为主要排放物的污染产业也随之转移至

中西部地区[25] ,致使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滞后的中西部地区需要

通过加快推进工业化以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
这些地区又是全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区与生态脆弱

区,在全国贯彻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

大背景下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两难选择。
(三)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绿色生产行为的激

励约束力不够

　 　 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组织特征的东西,如信

任、规范与网络等[26] 。 诸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公

司+农户”之类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能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行为规范、社会关系

网络以及普遍信任等社会资本。 在组织化生产经

营模式下,农户通过嵌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获得

比在分散化经营模式下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多的社

会资本有利于激励或引导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关绿色生产经营的规章制度

可充分发挥规范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引导农户实施

绿色生产的积极作用。 在行为规范指导下,农户生

产的优质绿色农产品能赢得良好的市场评价和成

就品牌,良好的市场评价与品牌对于农户和生产组

织而言无疑都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资本。 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内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既有利于农户

互帮互学绿色生产经营技术,又能有效监督农户生

产经营行为。 如果农户生产经营行为有违绿色生

产的标准与要求,组织内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即

可充分发挥“纠察”功能。 出于忌惮失去经济组织

优渥的社会资本从而在经济与声誉上受损,农户将

自觉地修正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 在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内,农户与组织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因“重

复博弈”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产生了良好的普

遍信任,从而避免了因“一次博弈”引致的机会主义

行为。 一旦农户发生例如滥施化肥农药等违约行

为,组织内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不仅农户自身遭

受经济损失,而且声誉机制也将对农户的失范行为

进行纠偏。
尽管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

断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仍然

属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特别是在自然条件较差和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现象更

甚。 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

农业经营主体 98%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

耕地面积的 70%;到 2017 年 7 月底,全国在工商部

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93 万家,入社农户数超

过 1 亿户,但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7%②,而且“能

够正常经营运作的只有 10%左右,大多数处于‘僵

尸’状态” [27] 。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偏低,分
散经营的农户的绿色生产经营的激励约束力严重

不足,市场上“一次博弈” 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泛

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领域化肥农药超标使用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禁而不绝。
(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绿色生产

经营意愿与能力强弱不一

　 　 在国家系列“三农”政策的培育与牵引下,在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农村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调整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断

分化与重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异

质性特征,全职农户、兼业小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等都涉足农业。 近年来,
全职农户逐渐分化为规模经营户和小农户,规模经

营户又包括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受生计多寡、年
龄大小、风险好恶、受教育年限、农业收入占比以及

相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的绿色生产经营意愿与能力强弱不一。 全职

小农户的谋生渠道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几乎是其

养家糊口的唯一来源,农村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的重

要的生存依托与精神家园,但由于年龄普遍偏大、
厌恶风险、受教育年限较少,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

认知不够,这一群体绿色生产意愿和能力整体上偏

弱。 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孕育于农业与农村,从业

人员平均年龄较全职小农户小、受教育水平较高、
绿色技术接纳能力较强,但在利润最大化价值取向

的影响与冲击下,其“绿色基因”逐渐消解、绿色发

展意愿不断弱化,生产经营行为也逐渐转向粗放化

与非绿化。 兼职小农户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化,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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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甚至超过农业收入,他们仅把农

业收入和农村视为自己在城市非农经营失败后的

生活来源与归根之处,较高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成

本和较强的风险规避特征使得这一群体的绿色生

产经营意愿也明显不足。 从理论上看,“作为经济

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广大农户联系起来,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广使用有机肥料,严格

执行生产标准,减少化学农业等有害物质使用” [28] ,
从而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农村生态

环境的保护;但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空壳

化现象使其在促进绿色发展中黯然失色。 农业龙

头企业+农户模式本质上是社会资本下乡,由于资

本逐利本性以及对下乡资本监管制度设计存在缺

陷,在为农村引入资金和注入活力的同时,资本下

乡也给乡村环境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29] 。 前些年

湖南与广东等农村地区频现铅、镉等重金属污染问

题,就是资本下乡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例证。

四、新时代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抉择

在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经济发展面

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增加、六保六稳任务十分艰巨的背景下,由于突破

传统发展路径的惯性锁定、转变传统观念意识、完
善顶层制度设计、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并非一

蹴而就,实施绿色发展绝不能急于求成,而应保持

历史耐心,做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扎实稳妥推进。
(一)坚持经济与非经济激励相结合,积极培育和激

发经济行为人的社会理性

　 　 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
其特殊性在于他是处于经济框架内的行动者,因

此,通常说来,经济行为人天然地具有一定的社会

理性。 然而,这种天然的社会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有可能被经济理性所遮蔽甚至被取代,因此,需
要借助外界力量培育和激发,使其发挥对行为人的

引导与规范功能。 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在行为

规范与引导方面,经济利益激励与约束等措施不可

或缺,但声誉机制和道德规范等软约束的作用同样

不可小觑。 而且,从长远来看,经济利益激励与约

束是治标的、不可持续的权宜之计,通过声誉机制

和道德规范培育、激发和“唤醒”经济行为人的社会

理性从而引导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才是治本

之策。 因此,在今后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应坚持

非经济激励与经济激励并重的原则,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宣传和生态伦理教育力度,建立健全环境伦理

约束机制,规划和约束经济行为人对自然的伦理

态度。
(二)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

部地区产业布局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

个持续调整过程。 总的来看,未来 15 ~ 20 年间,新
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将成为全球产业

分工格局的“博弈改变者” [30] 。 为此,中国务必以

更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促进制造

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打破西方技术垄

断,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拒绝成为“世界垃

圾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协调推进工

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

赢,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现绿色发展的大国担当。
针对国内区域间工业化进程非平衡性问题,从中西

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敏

感区的重要国情区情出发,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
生态保护上以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充
分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高起点谋划产业布

局,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

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

互联网,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由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
(三)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

发展激励与约束作用

　 　 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农户

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民合作

社异化和空壳化现象较为严重,其绿色发展的激励

与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必须进一步

优化完善土地流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科

研与推广等相关制度,大力培育多样化的农业生产

组织,密切组织内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
断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又

好又快发展。 坚持依法“治社”原则,将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生产经营行为纳入法律框架内予以规范与

约束,将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支持与合作社绿色发

展绩效紧密结合起来;落实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坚决处理异化合作社、清退空壳合作社,
确保合作社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建立绿色金融制度,发挥公共财政对农业生产组织

绿色生产的导向作用。
(四)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
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愿与能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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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当前,伴随着农村社

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

现出多元化与异质性特征,其生态环境保护意愿与

能力也各异。 为此,通过“公司+农户” “公司+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逐步改造传统小农户的生产手段与方法,使
其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不断提升自身绿

色生产能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绿色生产的主

力军,因此,须加快环境教育立法,加强宣传,着力

唤醒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绿色

记忆”、培育其“绿色意识”与“绿色自觉”,引导其在

追逐经济利润时自觉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做绿水青山的忠实守护者。 健全和创新工商资

本下乡监管制度,引导工商资本走出一条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发

展之路,在利用和驾驭工商资本过程中实现资本逻

辑与生态逻辑的有机统一。

注释:
①　 郑新业:《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经济日报》2018 年 7 月 7 日。
②　 《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农民合作社网,2017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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